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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CVM 基础上,从“受益者付费、第三方治理”的角度,运用 Heckman两阶段

模型分析生猪规模养殖户对粪污处理社会化服务的支付意愿与支付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结

果表明:４１．６４％的养殖户愿意为粪污处理社会化服务支付费用.支付意愿影响因素方面,
文化程度、养殖规模、猪场与粪污消纳地距离、养殖收益、对第三方治理的预期与支付意愿显

著正相关,养殖年限、外来车辆消毒不便与支付意愿显著负相关;支付水平影响因素方面,文
化程度、猪场与粪污消纳地距离、养殖收益、对第三方治理的预期与支付水平显著正相关.
在此基础上,利用参数估计法计算得出吉林、辽宁两省生猪规模养殖户的平均支付水平期望

值为６．４７元/(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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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生猪养殖粪污治理正处于产业发展的攻坚时期.随着规模化、集约化养殖进程加快,
粪污区域性大量集中产生现象越来越明显,同时,专业化分工使得养殖户逐渐退出种植业生产,传统

的种养循环模式被打破,若粪污不被及时有效处理将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２０００年以来,国家为防

治养殖污染先后颁布了«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政策»«全国畜禽养

殖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等政策法规.但是,由于粪污处理资金短

缺、技术匮乏等成为养殖污染防治的瓶颈[１],养殖户进行粪污处理的积极性并不是很高.同时,这些

政策法规主要适用于规模化养殖场的污染防治,尤其偏向于对大规模养殖户的规制与扶持,而对于小

规模和部分中规模养殖户的监管暂时处于真空状态.然而,我国中小规模养殖依然占据主体地位,并
且对社会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２],并且小规模养殖带来的污染最为直接、中规模养殖产生的污染

较大[３]、大规模养殖造成污染的风险最高[４].为全面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防治粪便污染,

２０１７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见»指出以农用有机肥和农村能

源为主要利用方向,加快构建农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新格局,并支持培育壮大第三方治理企业,实行

专业化生产、市场化运营,鼓励受益者付费,保障第三方治理企业的合理收益① .第三方治理的引入

不仅能够克服养殖户在粪污处理方面的资金与技术难题[５],还能够打通粪污资源化利用“最后一公

里”,挖掘粪污资源化利用潜力[６].然而,尽管国家大力支持畜禽粪污处理的第三方治理模式,但在其

推广应用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尚待解决,如成本分摊、受益者付费机制不完善等.养殖户作为第三

方治理企业提供粪污处理社会化服务的直接受益者,其支付意愿对保障第三方治理企业的合理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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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长效运行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利用养殖户调研数据,通过分析养殖户对第三方治理企业提

供粪污处理社会化服务的支付意愿、支付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为合理分摊第三方治理成本、构建受益

者付费机制提供数据支持.

　　一、文献综述

　　社会化服务的发展源于消费者通过市场对购买该服务的需求,在环境规制作用下,当养殖户面临

粪污处理困境时,则需要从市场上购买相应的服务弥补自身不足[７].因此,对于养殖粪污处理难题,
由第三方治理企业提供粪污处理社会化服务对养殖户来说显得尤为必要.第三方治理企业与地方政

府和养殖户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全程合作”的共同体关系.其中,养殖户作为粪污处理社会化

服务的最大受益者,鼓励其为粪污处理社会化服务支付一定的费用,有利于分摊第三方治理企业的粪

污处理成本.支付意愿是受访者为获取一定数量的产品(服务)而愿意为其支付费用,支付费用大小

反映受访者对该产品(服务)的偏好以及对其价值的认可程度[８].同时,受访者对该产品(服务)付费

具有自愿性和条件性的特征[９],自愿性是指受访者在充分知情的情形下是否愿意自行交易,条件性是

指在接受相关服务后才付费.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受访者都愿意购买该服务并为其付费,并且愿意付

费的标准也有差异[１０].已有不少学者对相关内容进行了积极探索,在支付意愿影响因素方面,王克

俭等使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分析７省规模化生猪养殖场对污染防治的支付意愿,结果显示收益

过低是不愿意支付的主要原因[１１];潘亚茹等分析大理州奶牛养殖户参与养殖污染防控的支付意愿,

结果表明养殖规模、耕地面积等因素影响较为显著[１２];何可等通过分析农户对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生

态补偿支付意愿,结果发现收入占比、经营规模、对环境状况评价等因素显著影响农户支付意愿[１３];

此外,表征受访者基本特征的年龄、受教育水平等[１２,１４Ｇ１５]因素显著影响其支付意愿.关于支付水平影

响因素方面的研究,葛颜祥等利用CVM 对黄河流域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水平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受教

育水平、收入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其支付水平[１６];何可等分析农民为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生态价值

的支付意愿,结果显示支付水平不仅受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平的影响,还受环保认知的制约[１７];唐旭

等通过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处理缴费的支付意愿分析显示年龄因素显著影响其支付水平[１５];郭霞等

对农技推广服务外包中农户支付水平影响因素分析中发现,与乡镇政府距离越远其支付水平越

高[１８].目前,关于受益者付费机制已经纳入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相关政策文件中,但尚未得

到学者们重视,少数已有研究也是以宏观定性分析为主[１９Ｇ２０],而通过意愿调查并运用计量模型对微观

主体进行实证研究较少.尽管已有学者依据“污染者付费”原则对养殖污染第三方治理付费行为及其

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并分析了污染者付费难以执行的原因[２１].但从受益者付费角度分析养殖户对

第三方治理的支付意愿和支付水平的研究鲜见,并且已有研究在变量选择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仍有进

一步提升空间.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为本文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并提供借鉴.生猪养殖粪污第三方治理为加

快构建农牧循环发挥了重要的衔接作用,那么,养殖户作为直接受益者,其支付意愿对于合理分摊第

三方治理成本、促进第三方治理长效运行至关重要.养殖户的支付意愿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养

殖户是否愿意为第三方治理企业提供的粪污处理社会化服务支付费用,第二阶段是养殖户愿意为该

服务支付的金额.但实际上能观察到的是愿意为该服务支付费用的养殖户的相关信息,却无法观察

到不愿意支付的养殖户的情况,支付水平可能与那些观察不到而又影响支付金额的因素相关,即样本

选择偏差问题,而 Heckman两阶段模型能够有效克服样本选择性偏差问题.鉴于此,本文以 CVM
为基础,从“受益者付费、第三方治理”的角度出发,基于吉林省和辽宁省１１２４家生猪规模养殖户的

调研数据,运用 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影响养殖户对粪污处理社会化服务的支付意愿与支付水

平及其影响因素,并测算养殖户对该服务的期望支付水平,为构建第三方治理的受益者付费机制提供

数据支持.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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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研究方法

　　在CVM 问卷调研中,以支付卡方式引导的支付意愿存在有零值问题,由此导致了数据的截断,
采用 OLS估计结果有偏,同时,OLS估计可能存在样本选择性偏差导致系数失真,虽然Spike模型和

Tobit模型均能处理支付意愿中的零值问题[２２],但Spike模型存在无法分析零值影响因素的问题[２３],

Tobit模型虽能够弥补这一缺陷,但该模型的前提假设是所有受访者都愿意进行支付,并将零支付值

归为经济条件所致,忽略了经济以外其他因素的影响,从而混淆不同零值的差异[２４].而 Heckman两

阶段估计方法既能有效处理零值问题,又能克服样本选择性偏差的缺陷.因此本研究采用此方法.
第一阶段,建立选择方程.养殖户是否愿意为粪污处理社会化服务支付一定的费用是一个样本

选择问题,主要考察影响养殖户支付意愿的关键因素.将支付意愿的二值选择变量记为zi,愿意支

付zi＝１,否则zi＝０.假设z∗
i 为zi 的潜变量,则z∗

i 的表达式具体如下:

z∗
i ＝ξ′

iα＋ηi (１)

zi＝
１,当z∗

i ＞０时

０,当z∗
i ≤０时{ (２)

式(２)中,i表示被调查的第i个养殖户,ξ′为可能影响养殖户支付意愿的协变量组,误差项η 服

从正态分布,方差为σ２
η.

第二阶段,建立结果方程.将第一阶段估计获得的逆米尔斯比率作为控制变量与解释变量一起

回归,考察养殖户支付水平受哪些因素影响.用YWTP代表养殖户的支付水平,假设Y 为其潜变量,则

Y 的具体表达式如下:

Y＝α＋Xiβ＋εi(i＝１,２,．．．,n) (３)
式(３)中,Xi 为可能影响养殖户支付水平的协变量组,一般情况下,Xi 与ξ中往往包含相同的解

释变量,相关性较强,在此,Heckman两阶段估计并不要求Xi 和ξ′互不相交[２５];εi 为误差项,服从正

态分布,方差为σ２
ε.

进一步估计zi＝１时,向量Xt 决定YWTP的条件期望值:

E(YWTPi zi＝１,Xi)＝α＋X′
iβ＋ρσησελi (４)

式(４)中,λi 是第一阶段样本估计得到的逆米尔斯比率,ρ是两个方差的相关系数.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１．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７年９月至２０１８年１月在吉林、辽宁两省的生猪调出大县开展的实地问卷调查,
结合“南猪北移”的发展趋势,两省作为生猪养殖潜力增长区,粪污处理问题也成为生猪生产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综合考虑调研实施可行性的限制及数据资料的可获得性,选择吉林、辽宁两省作为本文的

研究区域.调查地域范围涉及吉林省４市１１县、辽宁省５市１４县.调查对象为生猪规模养殖户,由
于养殖户分布较为分散,并且受疫病防控以及养殖户受访便利条件等因素制约,通过随机抽样获得的

样本养殖户可能出现拒绝受访或者不能到指定地点受访,调查样本很难做到完全随机抽样,因此实地

调查由当地畜牧业相关负责人协助进行.调查采用实地调研与集中调研相结合方式,调研员与养殖

户主一对一进行问卷访谈,调研成员由博士生和硕士生组成.本次调研共获得１２００份问卷,剔除缺

失和极端数据的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１１２４份,问卷有效率达９３．７％.
支付意愿为二分变量,在问卷中以“您是否愿意为第三方治理企业提供的粪污处理社会化服务支

付一定的费用?”予以表征,“愿意”记为“１”,“不愿意”记为“０”.在进行CVM 调查问题上,遵循“获得

较高回答率、受访者对信息充分了解、进行预调研、受访者对该服务的支付会影响其他方面的消费支

出”等原则;CVM 主要有投标博弈、开放式、双边界二分式和支付卡式等４种引导支付意愿方式.其

中,重复投标博弈能够相对准确获得受访者的支付意愿,受访者首先被问及是否愿意为某一服务支付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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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的金额(给定金额参考预调研结果获得),依据受访者的回答,不断改变数额,直到得到最大支付

意愿.基于此,本文采用重复投标博弈询问受访者的意愿支付水平.

２．样本基本信息

从表１可以看出,整体样本的支付率为４１．６％.吉林、辽宁两省的样本量分别占样本总量的

４６．４％和５３．６％;养殖户年龄段集中在３１~６０岁,其中,４１~５０岁年龄段居多,占４５．７％,而３１~４０
岁和６０岁以上的支付率相对较高;养殖户的整体文化程度偏低,以高中以下学历为主,占７８．６％,数
据显示,文化程度越高,受访者对粪污处理社会化服务的支付率越高;养殖年限以１０年及以下和１１~
２０年两个阶段为主,分别占３５．１％和４６．９％,具有３０年以上养殖年限的养殖户较少,但支付率相对

较高;生猪养殖规模以中规模养殖户居多,占总样本的７０．６％,支付率也相对较高,达４５．５％,而小规

模养殖户的支付率最低.
从不同地区看,吉林省养殖户对粪污处理社会化服务的支付率高于辽宁省,分别占４８．７％和

３５．５％.相对于辽宁省而言,吉林省３０岁以上养殖户的支付率均偏高,而３０岁及以下养殖户的支付

率偏低;两省样本中具有高中以下学历的养殖户均接近８０％,相应支付率均偏低,而文化程度越高对

应的支付率也越高,并且吉林省的支付率高于辽宁省;具有２０年以下和３０年以上养殖年限的养殖户

的支付率高于具有１１~２０年养殖年限的养殖户的支付率,并且吉林省的支付率高于辽宁省的支付

率;两省小规模养殖户的支付率普遍偏低,且吉林省低于辽宁省,而中大规模养殖户的支付率相对较

高,且吉林省均高于辽宁省.
表１　样本基本信息

类别 选项

总样本

样本数
占比/
％

支付率/
％

吉林省

样本数
占比/
％

支付率/
％

辽宁省

样本数
占比/
％

支付率/
％

地区
吉林省 ５２２ ４６．４ ４８．７

辽宁省 ６０２ ５３．６ ３５．５

年龄/岁

３０及以下 ４５ ４．０ ４０．０ ２１ ４．０ ３８．１ ２４ ４．０ ４１．７

[３１,４０] ２４０ ２１．４ ４４．２ １０１ １９．３ ５４．５ １３９ ２３．１ ３６．７
[４１,５０] ５１４ ４５．７ ４２．８ ２３７ ４５．４ ４９．４ ２７７ ４６．０ ３７．２

[５１,６０] ２６６ ２３．７ ３６．８ １２７ ２４．３ ４５．７ １３９ ２３．１ ２８．８

６０以上 ５９ ５．３ ４４．１ ３６ ７．０ ４４．４ ２３ ３．８ ４３．５

文化程度
高中以下 ８８３ ７８．６ ３９．６ ４１４ ７９．３ ４７．８ ４６９ ７７．９ ３２．４

高中及以上 ２４１ ２１．４ ４９．０ １０８ ２０．７ ５１．９ １３３ ２２．１ ４６．６

养殖年限/年

１０及以下 ３９４ ３５．１ ４６．５ １７９ ３４．３ ５７．５ ２１５ ３５．７ ３９．５
[１１,２０] ５２７ ４６．９ ３８．７ ２５０ ４７．９ ４３．６ ２７７ ４６．０ ３４．３

[２１,３０] １９０ １６．９ ３５．８ ８６ １６．５ ４１．９ １０４ １７．３ ３０．８

３０以上 １３ １．２ ６１．５ ７ １．３ ８５．７ ６ １．０ ３３．３

养殖规模/头

小规模 ２５１ ２２．３ ２８．７ ６９ １３．２ ２３．９ １８２ ３０．２ ３０．８

中规模 ７５９ ６７．５ ４５．５ ３９５ ７５．５ ５３．４ ３６４ ６０．５ ３６．８

大规模 １１４ １０．１ ４４．７ ５８ １１．１ ４６．６ ５６ ９．３ ４２．９

总样本支付率/％ ４１．６

　注:支付率指支付意愿率;养殖规模参考«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年均存栏３１~１００头为小规模、１０１~１０００头为中规模、

１０００头以上为大规模.

　　３．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养殖户对粪污处理社会化服务的支付意愿”和“养殖户对粪污处理社会化

服务的意愿支付水平”.对于自变量,依据相关文献研究成果、CVM 调查侧重点及影响粪污处理社

会化服务支付意愿的特点,本文认为,受访者个人特征(年龄、文化程度、养殖年限)、养殖特征(养殖规

模、猪场与粪污消纳地距离、养殖收益)、对第三方治理粪污认知(外来车辆消毒不便、对第三方治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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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等变量可能影响养殖户的支付意愿和意愿支付水平(表２).其中,“猪场与粪污消纳地距离”是
指养殖户经营的猪场与用于消纳粪污的农田的直线距离,在一定程度上距离能够反映粪污还田的成

本因素;“养殖收益”是指养殖户在调研年度获得的每头猪的年均净收益;“外来车辆消毒不便”是指第

三方治理企业的抽污车辆进入猪场抽运粪污时因消毒不方便存在携带病菌和传染病的风险;“对第三

方治理的预期”是指养殖户对第三方治理企业进行粪污处理效果的预期,即能否及时抽运粪污并进行

有效处理,从而达到环保要求.地区变量中吉林省和辽宁省虽同属东北地区,但是在地理区位上存在

差异,而且其经济条件和人文状况也不一样,所以设置地区虚拟变量来表示各地区的特征,如产业发

展水平、产业结构、基础设施状况、自然资源禀赋等.
整体来看,养殖户对粪污处理社会化服务的支付意愿并不强烈,仅占４１．６４％的养殖户表示愿意

支付,支付水平均值为４．６４.大部分养殖户主年龄普遍偏高,养殖年限相对较长,具有较为丰富的养

殖经验,但是文化程度普遍偏低;调研当年生猪养殖整体上处于盈利状态,养殖规模相对偏小,猪场与

粪污消纳地存在一定的距离;大多养殖户认为外来抽污车辆存在消毒不方便的问题,并且对第三方治

理粪污的效果存在疑虑.
表２　变量含义及描述性统计

类别 变量 定义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支付意愿 不愿意＝０;愿意＝１ ０．４１６ ０．４９３

支付水平/[元/(头年)] 平均每头猪每年最大支付金额 ４．６４１ ２．１４１

个人特征

年龄/岁 受访者实际年龄 ４６．４２４ ８．５８０

文化程度 高中以下＝０;高中及以上＝１ ０．２１４ ０．４１１

养殖年限/年 从事养猪业时间 １３．５７７ ６．７０６

养殖特征

养殖规模/头 年均生猪存栏量 ４５９．４９０ ８０７．３５８

猪场与粪污消纳地距离/米 猪场与农田直线距离 ２３７．２９３ ６４５．８５４

养殖收益/元 ２０１７年每头猪年均净收益 ２１７．３２４ １０９．２２６

对第三方治理认知
外来车辆消毒不便 第三方治理抽污车辆进出消毒是否方便:否＝０;是＝１ ０．０９６ ０．２９５

对第三方治理的预期 第三方治理能够达到治污目的:否＝０;是＝１ ０．４８６ ０．５００

地区变量 省份
吉林＝０;其他＝１ ０．４６４ ０．４９９

辽宁＝０;其他＝１ ０．５３６ ０．４９９

　　四、实证分析

　　１．支付意愿与支付水平结果分析

在 Heckman两阶段估计中,结果方程中解释变量要少于选择方程的解释变量个数,且少出的解

释变量对选择方程影响较大,但不影响回归方程结果.基于这一原则,本文在第一阶段中引入９个解

释变量,在第二阶段中引入８个解释变量,运用Stata１２．０软件针对生猪规模养殖户对粪污处理社会

化服务的支付意愿与支付水平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３所示.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逆米尔斯比率

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说明样本存在选择偏误,适合采用 Heckman两阶段估计.
(１)支付意愿计量结果分析.从个人特征变量看.①文化程度对支付意愿有显著影响且方向为

正,表明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文化程度越高的养殖户更愿意为第三方治理支付费用.可能的原

因是文化程度越高的养殖户,对粪污处理成本更为了解,所以其支付意愿较高.②养殖年限对支付意

愿有显著影响且方向为负,表明养殖年限越短的养殖户的支付意愿越强烈.可能的解释是对于从事

养殖业不久的养殖户,对粪污处理技术不了解,更愿意支付一定费用通过第三方治理的方式处理粪

污.③年龄对支付意愿影响不显著,表明该变量并不是决定养殖户支付意愿的关键因素.
从养殖特征来看.①养殖规模对养殖户的支付意愿显著且系数为正,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

下,养殖规模越大,其支付意愿相对越高,结果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１１].调研中也发现,养殖规模越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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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Heckman两阶段估计结果

变量
阶段一(支付意愿) 阶段二(支付水平)

系数 系数

年龄 －０．００６７(０．００６６) ０．００２８(０．０１３２)

文化程度 ０．３５０９∗∗(０．１４２７) ０．４９７４∗(０．２９８７)

养殖年限 －０．０２６１∗∗∗(０．００８６) －０．０１９１(０．０１９５)

养殖规模 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１)

猪场与粪污消纳地距离 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２)

养殖收益 ０．００１２∗∗(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１１)

外来车辆消毒不便 －０．５８３４∗∗∗(０．２０９８) －

对第三方治理的预期 ２．９２２５∗∗∗(０．１３５６) ５．７１３０∗∗∗(２．００４３)

省份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１．５７２３∗∗∗(０．３５２１) －２．７５７４(２．２２２０)

Mills(lambda) － ２．３１３６∗∗(１．００１１)

Numberofobs＝１１２４;Censoredobs＝６５６;Waldchi２(７)＝２０．９２;Prob＞chi２＝０．００７４

　注:∗∗∗ 、∗∗ 、∗ 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

大,产生的粪污就越多,养殖户处理粪污的成本也就越高,更愿意为第三方治理企业支付费用来处理

粪污.②猪场与粪污消纳地距离对养殖户的支付意愿显著正向影响,表明猪场距离粪污消纳地越远,
其支付意愿越强烈,可能的解释是,距离粪污消纳地越远,粪污运输成本就越高,养殖户更愿意通过为

第三方治理支付一定费用的途径处理粪污.③养殖收益对养殖户的支付意愿影响显著为正,符合预

期,表明养殖收益越高,其支付意愿越强烈.调研中也发现,大部分养殖户的经济来源以养猪收入为

主,收入越高,可支配收入比重越大,愿意为粪污处理社会化服务付费的概率越大;反之,当生猪市场

不景气时,大部分养殖户就不愿意为粪污处理社会化服务支付费用.
从对第三方治理粪污认知来看.①“外来车辆消毒不便”与养殖户的支付意愿显著负相关.表明

当养殖户认为第三方治理的抽污车辆消毒不便,则其支付意愿越弱.调研访谈中进一步证实,当受访

者有生猪疾病防控意识时,考虑到第三方治理的车辆会在多个养殖场转运,可能会带来疫病,因此,其
支付意愿就越就不强烈.②“对第三方治理的预期”与养殖户的支付意愿显著正相关.表明当养殖户

认为第三方治理能达到粪污处理的预期目标,则其支付意愿越强.
(２)支付水平计量结果分析.从个人特征变量看.①文化程度对支付水平有显著影响且方向为

正,表明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文化程度越高的养殖户对第三方治理的支付水平越高.可能的原

因是教育水平越高的养殖户,越有承担粪污治理成本的意识,所以其支付水平较高.②年龄和养殖年

限变量对养殖户为粪污处理社会化服务的支付水平影响均不显著,表明这些变量并非决定养殖户支

付水平的关键因素.
从养殖特征来看.①猪场与粪污消纳地距离对养殖户的支付水平显著为正,表明距离越远,支付

水平越高,可以解释为,距离粪污消纳地越近的养殖户,其就近就地消纳粪污的可能性越大,投资于第

三方治理提供的粪污处理社会化服务的机会成本就越高,导致支付意愿较弱,与已有研究结论一

致[１８].②养殖收益对养殖户的支付水平影响显著为正,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２６].③养殖规模对养

殖户为粪污处理社会化服务的支付水平影响不显著,表明该变量并非决定养殖户支付水平的关键

变量.
从第三方治理粪污认知来看.“对第三方治理的预期”对养殖户的支付水平影响显著为正,表明

养殖户对第三方治理企业的粪污处理能力预期越高,其支付水平也就越高.

２．支付水平期望值测算

研究养殖户对粪污处理社会化服务意愿支付水平的影响因素,是为了测算养殖户的平均意愿支

付水平.由表２中的统计数值可知生猪规模养殖户对粪污处理社会化服务的均值,当前调研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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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污处理社会化服务的均值为４．６４元/(头年).参照式(４),在剔除样本选择偏误后,测算生猪规

模养殖户对粪污处理社会化服务的意愿支付水平的期望值,即E(YWTPi|zi＝１,Xi)＝α＋X′iβ＋

ρσnσελi≈６．４７元/(头年).通过对比可以发现,生猪养殖户对粪污处理社会化服务的意愿支付水

平的总体期望值高于样本均值.

　　五、结论与启示

　　１．结　论

第三方治理对生猪养殖粪污处理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该模式将社会资本引入粪污处理基础设

施建设与运营中,基于提供社会化服务为出发点,最终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全程合作”的伙伴关

系.本文从“受益者付费、第三方治理”的角度,在 CVM 调查数据基础上,探讨生猪规模养殖户对粪

污处理社会化服务的支付意愿,并通过 Heckman两阶段模型克服样本选择性偏差分析影响养殖户

支付水平的影响因素及其意愿支付水平.结果表明:养殖户对粪污处理社会化服务的支付意愿并不

强烈,仅占４１．６％的养殖户表示愿意支付.养殖户的支付意愿和支付水平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且存在

差异.影响养殖户支付意愿的因素主要有文化程度、养殖年限、养殖规模、猪场与粪污消纳地距离、养
殖收益、外来车辆消毒不便、对第三方治理的预期.影响养殖户支付水平的因素主要有文化程度、猪
场与粪污消纳地距离、养殖收益、对第三方治理的预期.在意愿支付水平的基础上测算出养殖户的支

付水平期望值为６．４７元/(头年).

２．启　示

(１)加大宣传培训力度,提高养殖户对粪污治理的认知水平.通过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重要性的

宣传,增强养殖户对粪便污染环境的认知,提升养殖户的环保意识,进一步明确养殖户对粪污无害化

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的标准和要求,从而合理引导养殖户逐步提高其支付意愿与支付水平.
(２)养殖收入是影响养殖户对粪污处理社会化服务的支付意愿与支付水平的核心问题.养殖收

入是养殖户对粪污处理社会化服务进行支付的基础,只有其达到一定水平,才有意愿和能力进行支

付.因此,应通过各种有效措施保障养殖户的养殖收入水平,进而促进粪污处理社会化服务受益者付

费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３)加强养殖户对第三方治理企业提供粪污处理社会化服务的认知.通过典型案例示范,增强养

殖户对第三方治理效果的感知,提升其对粪污处理社会化服务的认可度,引导养殖户积极参与第三方

治理,并为第三方治理分担一定的成本.此外,引导养殖户配建并合理布局粪污储存设施,避免第三

方治理企业的抽污车辆携带病菌对生猪养殖带来潜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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